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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氣讀完劉宏的新作《新加

坡華人社會的嬗變》（以下簡稱《嬗

變》，標明頁碼之引文均引自此

書），我的第一感覺是：這部書所

展示的，正是劉宏以「局外人」身份

進入新加坡後，一步步地在觀察和

參與中「移情潛入」，在實實在在的

認識中細細品味「本土情懷」，在反

反覆覆的思考中層層解讀「區域網

絡」，總之，這是劉宏在多維視野

下建構新加坡華人社會立體圖景的

一份獨具特色的階段性總結。恢弘

的理論視野，堅實的史料基礎，縝

密的邏輯架構，嚴謹的學術規範，

多視角、多層面的比較與剖析，構

成了本書的總體特色。

《嬗變》一書以論題為綱，空間

為緯，將新加坡所處之區域和全球

環境的重要影響系統地內化為新加

坡的本土情懷、或曰本土策略的有

機組成部分，再由之出發去回眸俯

瞰滄海桑田。我以為，本書的獨到

之處，正體現在作者扎實的歷史學

訓練素養，使之從容地抓住了當代

新加坡華人社會進程中兩個關鍵時

段，作為深入剖析新加坡華人社會

演變及內外動力之時空基礎。

作者ð重剖析的第一個時段是

從1945至1965這二十年，這是新加

坡在馬來文化的汪洋大海中作為一

華人社會的多元圖像

● 李明歡

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

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

球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

社，2003）。

《新加坡華人社會的

嬗變》一書3重剖析

1945至65這二十年，

這是新加坡華人社會

從戰前以中國為「本

土」，轉向構建新加

坡本土認同的年代，

其結果是在新加坡本

土的社會文化脈絡下

發展出一整套有自身

特徵的社會、經濟、

政治和文化體系，這

種體系雖然仍然具有

中華文化母體的烙

印，但已日漸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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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新加坡華人社會從戰前以中

國為「本土」、以中華母國為心理情

感之主要依託，轉而趨向構建新加

坡本土認同的年代，其結果是在新

加坡本土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發展

出一整套有自身特徵的社會、經

濟、政治和文化體系」，這種體系

雖然仍然「具有中華文化母體的烙

印」，但已「日漸淡化」（頁8）。眾所

周知，戰後新加坡乃至東南亞華人

社會總體認同的本土化轉向，是許

多學者業已反覆論證過的話題，然

而，本書作者不是人云亦云地泛泛

談論這一歷史嬗變，而是從戰後

二十年紛繁複雜的社會事件中，選

擇新加坡1955年的大選為聚焦點，

以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政治角色演

化為個案，圍繞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在商而不言商」這一獨特的歷史現

象展開剖析。

王賡武曾經指出：「從廣義上

說，海外華人社會只分兩種人——

商人和熱切成為商人的人」，那些

「事業有成」的華商因而自然而然地

在當地社會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領

導角色（頁46）。如此現象在戰後初

年的新加坡華人社會尤其突出。有

鑑於此，本書作者以新加坡華人社

會之民間精英即「華商」階層為切入

點，「具體分析國家層面的政治對

華人商業群體的影響，並深入探討

後者的應變策略、參政格局及其後

果」（頁80）。作者沒有停留於描繪

華商中的幫群結構及政治勢力分

野，也沒有滿足於評述華人社會如

何因應形勢變化而進行策略和行動

上的調整，而是通過1955年的大選

政治，透視中華總商會在政治舞台

上的角逐，以映射華人社會總體政

治認同的轉變。如作者所述，中華

總商會自1906年成立伊始，就與政

治結下不解之緣，它一直以「在商

而不言商」的形象出現於新加坡和

東南亞華人社會舞台。在1949年之

前，它主要捲入晚清與民國時期的

中國政治及抗戰勝利後的國共衝

突，但是，進入50年代後，隨ð中

國本土及東南亞政治形勢的變化，

中華總商會領導層中積極參與新加

坡本地政治的思潮開始湧動，進而

提出「認本邦為第一故鄉」之口號。

伴隨ð新加坡的政黨政治日趨成

熟，中華總商會作為華人組織的政

治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

了。換言之，在一個獨立的民族國

家政體中，如同中華總商會這樣作

為一個族群中一個階層的利益代

表，其政治生命從華人社會的主導

退而成為配角，成為被爭取的對

象，其代表人物再也不是號令天下

的領袖，而只能作為個體參與執政

黨或國會，由此間接捲入政治決策

之中，也就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在走向獨立建國的新加坡社會

結構中，中華總商會是國家與民眾

的中介層次，通過這樣一個個案來

研究國家與民眾的互動關係及特殊

時代華人的政治認同轉向，無疑是

極好的視角。微觀個案研究如果拘

泥於個案，其意義必然有限，因

此，就方法論而言，本書將新加坡

中華總商會的個案研究與宏觀的社

會分析有機地結合一體，顯示了作

者在個案與宏觀研究相結合方面得

以運用自如的功力。

王賡武曾指出：「海

外華人社會只分兩種

人——商人和熱切成

為商人的人」。新加

坡中華總商會自成立

伊始，就一直以「在

商而不言商」的形象

出現於東南亞華人社

會舞台。在1949年之

前，它主要捲入晚清

與民國時期的中國政

治及抗戰後的國共衝

突，但50年代後，總

商會領導層中積極參

與新加坡本地政治的

思潮開始湧動，進而

提出「認本邦為第一

故鄉」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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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關注的第二個重要時段是

自上世紀90年代以降的十多年，其

特點是具體剖析伴隨ð華人區域網

絡和全球化進程的勃興，新加坡華

人社會為何以及如何「意外地」展現

出與獨立之前的華人社會之間若隱

若現的延續性，即從疏離中國網絡

（包括僑鄉和國家政府的層次），轉

而重新強調或重視以「中國—東南

亞」作為其思維決策的基礎，乃至

部分民間精英人士有意無意地以

「跨國華人」自居，形成全球化時代

獨特的社群追求。

進入90年代後，新加坡在經濟

上的傑出成就早已有目共睹，然

而，在東南亞的政治背景2，獨立

的新加坡仍然只是個「政治笑話」

（李光耀語，頁11）。關於新加坡的

認識、研究乃至決策，都必須既立

足於新加坡，卻絕不拘泥於新加

坡。正是基於對這一大背景的深刻

理解，作者對90年代後新加坡華人

社會的剖析，大跨度地超越了現有

研究中的民族國家框架，將新加坡

華人社會的變遷置於本土化趨勢、

區域網絡建構和全球化影響三個重

疊而交互作用，但又有自身獨立空

間的進程下加以分析。劉宏早在

2000年出版的《中國—東南亞學》一

書中，就提出了建構與研究中國和

東南亞之間的「接觸區」的理論，嘗

試解構並闡釋亞洲次區域之間的互

動模式及其對民族國家內部進程的

影響。我以為，《嬗變》一書是作者

對於其所提出的「接觸區」理論的一

個實證研究個案，即將新加坡華人

社會的變遷直接置於具有內在邏輯

性和理論性的「接觸區」框架中進行

觀察與剖析。由於處在「亞洲車軸」

的戰略地位上，新加坡既是一個

民族國家，又是宏觀經濟區域的一

個組成部分，通過以華人為主體

的血緣關係和族群紐帶，新加坡

與外部世界形成了多重多質、疏密

不一的關係網絡。諸如此類的關

係、紐帶、網絡，是新加坡華人社

會同外在資源互動與共生的必然產

物。不僅如此，作者還認為，新加

坡業已成為東南亞和東亞華人社會

和商業網絡的制度性中樞，因此，

雖然在政治上被邊緣化，但仍然

活躍於社會經濟舞台的新時期的中

華總商會「具有決心、能力以及戰

略上的優勢。這些實用的機構為建

立並拓展各種層次的網絡的議程

服務，反過來又以國家對國家、地

方對地方、組織對組織以及機構

對公司交流的形式出現；它們代表

了當代華人跨國性的本質和特徵」

（頁155）。

要而言之，在新加坡華人社會

自90年代以降的諸多嬗變中，網

絡、市場與國家在跨國語境下之互

動是焦點之一。其中，以華商為代

表的新加坡華人社會隨ð歷史大環

境的演變，發生從淡化與祖籍國的

傳統血緣地緣紐帶關係到再續前

緣，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種「回歸」，

實際上絕非簡單意義上的回歸，究

其實質，乃蘊涵了當代區域網絡及

全球化進程的真實特性，它的深刻

含義一是內在主體價值系統的與時

俱進，二是外在組織網絡與群體利

益的多重整合。

本書的特點在於抓住了兩個關

鍵時段，然而，竊以為如果說本書

在自90年代以降新加

坡華人社會的諸多嬗

變中，網絡、市場與

國家在跨國語境下之

互動是焦點之一。其

中，新加坡華人社會

隨3歷史大環境的演

變，發生從淡化與祖

籍國的傳統血緣地緣

紐帶關係到再續前

緣，表面上看似乎是

一種「回歸」，實際上

乃蘊涵了當代區域網

絡及全球化進程的真

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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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出現了兩個關鍵時段之間斷裂

的殘缺。從1965年新加坡建國到

90年代之間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

段，應當是新加坡立國後走向發展

的重要年代，是新加坡經濟突飛猛

進並形成自身特色的關鍵年代，因

而也是當代新加坡華人社會發展中

一個承前啟後的重要階段。當然，

誠如劉宏所言，這一時段由於「華人

社會的運作邏輯和模式與此前大異

其趣，因而需要另文專論」（頁5），

我們期望劉宏能夠早日填補這一

空白。

鐵屋中的肉身

● 王曉漁

敬文東：《失敗的偶像：重讀魯

迅》（廣州：花城出版社，2003）。

回顧百年中國，魯迅始終是一

位富有爭議的文化旗手。之所以稱

他為旗手，有兩重含義：第一重就

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闡

述的，即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

將」；第二重則是指每一次思想論

爭的兩方，都會借魯迅來論證自己

的合法性，「挾旗手以令諸侯」。當

然，旗手是一個頗具意識形態味道

的稱呼，在文化工業時代，它常常

被更名為「偶像」。在2003年新浪網

等媒體發起的公眾調查中，魯迅以

高票數當選為「二十世紀以來中國

十大文化偶像人物榜」的第一名。一

向希望自己文章「速朽」的他，竟然

擁有了旗手和偶像的「不壞金身」，

魯迅當選「二十世紀以

來中國十大文化偶像

人物榜」的第一名。這

對一向希望自己文章

「速朽」的他來說，是

不小的反諷。里爾克

曾說：「羅丹在獲得

榮譽之前是孤獨的。

榮譽的到來，也許使

他更加孤獨。因為榮

譽畢竟只是積聚在一

個新名字周圍的一切

誤解的總和。」把主

人公換成魯迅，這句

話同樣成立。


